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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一带一路”已经被广泛认为是中国探索全球治理模式的重要实

践，是中国在新时期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平台。但是关于“一带一路”与现有全球治

理体系之间的互动关系，目前国内外的学者存在很大的意见分歧。这在很大程度上是

因为对于这些问题并没有形成系统的分析框架，研究者从不同的研究视角出发，侧重

讨论了其中不同的方面。事实上，“一带一路”建设涵盖了器物、制度和观念等多个维

度，它与全球治理的互动是复杂多样的过程。而且，现有治理体系的制度形态和权力

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二者之间的互动模式。基于这两个要素可以建立一个分析

框架，从而对二者互动的各种可能情况进行类型学的分析。从中可见，“一带一路”与

全球治理的初始理念相互契合，嵌入其正式制度之中，而非形成“平行制度”;但是与

西方权力较为集中的非正式制度之间却存在明显紧张的竞争关系，存在较大创新空

间。“一带一路”建设应在该领域深入探索完善全球治理体系的具体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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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导论

自 2013年正式提出以来，“一带一路”倡议作为一个新型的跨区域经济合作平台

已经在全球范围内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截至 2018年 5月，中国已与 88 个国家和

国际组织签署了 103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协议，涵盖互联互通、产能、投资、经贸、

金融、科技、社会、人文、民生、海洋等合作领域。其中，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UNDP ) 、联

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 UNESCAP) 、世界卫生组织( WHO) 等一批国际组

织和中国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的合作文件。① “一带一路”倡议以及相关的亚洲基

础设施投资银行( 亚投行) 、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 NDB) 和丝路基金等一批新机制成

为中国在新时期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实践，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关注。2017 年 5 月，联

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 António Guterres) 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一带一路”

倡议为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粮食安全和水资源短缺等全球性挑战提供了新的机

遇，为世界各国加强国际合作解决全球问题做出了重要贡献。②

中国政府在官方文件中明确提出了“一带一路”与全球治理之间存在重要联系。

“一带一路”倡议及其落实被认为是中国在新时期参与全球治理的方案以及承载人类

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具体实践。早在 2015年 3月，中国国务院授权发布的《推动共建丝

绸之路经济带和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文件就明确提出，“一带一路”

同时还肩负着“积极探索全球治理新模式”的使命。③ 另外，习近平在 2017 年 5 月 14

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发表主旨演讲时指出: “治理赤字”是摆在全人类

面前的严峻挑战。习近平通过“治理赤字”来描绘当前全球性问题不断加剧但现有的

全球治理能力和意愿却在下降的矛盾，进而揭示“一带一路”倡议的时代意义。④ 特别

是在 2018年 8月 27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五周年座谈会上，习近平强调: 共建

“一带一路”顺应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内在要求，彰显了同舟共济、权责共担的命运

共同体意识，为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提供了新思路和新方案。

在这种背景下，理解和分析“一带一路”与全球治理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的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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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共建“一带一路”: 理念、实践与中国的贡献》，http: / /www．
xinhuanet．com /politics /2017－05 /10 /c_1120951928．htm，访问时间: 2018年 10月 22日。

《古特雷斯:“一带一路”为应对全球性挑战提供新机遇》，载《经济参考报》，2017年 5月 12日。
《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http: / /world．people．com．cn /n /2015 /

0328 /c1002－26764633．html，访问时间: 2018年 10月 24日。
习近平:《携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演讲》，载《人民日

报》，2017年 5月 15日。



和政策价值，因此成为当前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要研究课题。

“一带一路”的倡议和实践本身涵盖了器物、制度和理念三个层面，随着实践的不

断拓展，与现有全球治理体系之间的互动也会不断深入。全球治理具有自身的价值维

度，但更多体现为国际政治和世界经济中为了应对各种全球性问题而设立的各种规

范、规则、程序和机制。根据最为流行的全球治理委员会的定义:“治理是各种公共的

和私人领域的个人和各类管理共同事务的方法的总和。它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其中，

冲突或多元利益能够相互调适并能采取合作行动，它既包括正式的制度安排也包括非

正式的制度安排。”①类似地，俞可平在中国最早把全球治理定义为:“通过有约束力的

国际规制解决全球性的冲突、生态、人权、移民、毒品、走私、传染病等问题，以维持正常

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②奥兰·扬( Oran Ｒ． Young) 等人认为，治理的概念比制度的

概念要更广泛，它涵盖了更广阔领域内的各种现象，包括多个制度之间的关系。“在

大多数文献中，治理的观点赋予了制度概念以动态的特性，注重其治理过程，更强调行

动者尤其是非政府行动者。在国家的层面上，治理通常是指区别于传统层面政府活动

的新规则形式，意味着要采取社会行动者的自我规范形式、私人—公共通过合作来解

决社会问题的形式以及多层次政策的新形式等。在国际层面上，全球治理这个术语通

常用来描述现代世界政治进程，尽管……还没有形成一个得到广泛共识的、合适的

定义。”③

尽管全球治理的概念在最近 30年里才兴起，但是其中所指涉的各种制度安排却

可能存在已久，而且更多反映了一直以来占据主导地位的发达国家的价值观和利益。

本文尝试回答如下问题: 作为中国在新时期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实践，“一带一路”会

对现有治理体系产生何种影响? 从理论和实践上看，二者之间又存在怎样的互动关

系? “一带一路”在何种意义上可以为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做出贡献?

二 现有相关研究状况

近年来，中国学者逐渐意识到这些问题的重要意义，发表了一大批文献。不过，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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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ission on Global Governance，Our Global Neighbourhood: The Ｒeport of the Commission on Global
Governance，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p．2; 英瓦尔·卡尔松等著，赵仲强等译:《天涯成比邻: 全球治
理委员会的报告》，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95年版。
俞可平:《全球治理引论》，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2年第 1期，第 20—32页; 俞可平主编:《全球化:

全球治理》，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年版，第 25页。
奥兰·扬等主编，廖玫等译: 《制度与环境变化: 主要发现、应用及研究前沿》，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2年版，第 2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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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分析中国现有的文献，我们发现还应加强以下三个方面的研究。

首先，中国学者虽然强调了“一带一路”对于全球治理理念的贡献，①但是对现有

治理体系在规则层面的影响以及互动关系讨论不够。“一带一路”在理念层面无疑

支持了全球治理的规范价值理念，其所承载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全球治理委员

会最初提出的价值理念有契合之处。但是，全球治理作为规则体系与“一带一路”

所涉及的实践层面的合作机制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问题需要更深入的讨论。“一

带一路”主要是经贸领域的国际合作，必然会更多涉及世界经济领域目前已有的各

种正式或非正式规则。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柯岚安( William A． Callahan) 就认为，

“一带一路”的核心就是原则、规范和机制，中国试图建立一种规范性权力和新的欧

亚秩序。② 因此，这在实证研究上必须得到更多关注，而且这也具有重要的政策

价值。

其次，目前的中文文献主要是在国际政治层面而且是针对正式制度的讨论，③但

对在经济领域的非正式制度层面的讨论却有待深化。当前，除了各种正式的国际

规则以外，还存在着由非政府组织提出的大量的非正式规则和规范，它们规范和约

束着世界经济中的各种微观行为。这也被称为跨境民间治理( PTG) ，④而其并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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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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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性作品参见秦亚青、魏玲:《新型全球治理观与“一带一路”合作实践》，载《外交评论》，2018 年第 2
期，第 1—14页; 张文木:《“一带一路”与世界治理的中国方案》，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 年第 8 期，第 4—25
页; 张春:《“一带一路”倡议与全球治理的新实践》，载《国际关系研究》，2017 年第 2 期，第 99—122 页; 何志鹏:
《国际法治的中国方案———“一带一路”的全球治理视角》，载《太平洋学报》，2017年第 5期，第 1—12页。

William A． Callahan，“China＇s Belt and Ｒoad Initiative and the New Eurasian Order，”Norwegian Institu-
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NUPI) ，Policy Brief，No．22，2016; William A． Callahan，“China＇s‘Asia Dream’: The
Belt Ｒoad Initiative and the New Ｒegional Order，”Asia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Politics，Vol．1，Issue 3，2016，
pp．226－243．

参见李向阳: 《论海上丝绸之路的多元化合作机制》，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 年第 11 期，第 5、9
页; 李向阳: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与“一带一路”之比较》，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 年第 9 期，第 29—
43 页; 李向阳: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引全球治理改革方向》，载《人民日报》，2017 年 3 月 8 日; 陈伟光、
王燕: 《共建“一带一路”: 基于关系治理与规则治理的分析框架》，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 年 6 期，第
93—112 页; 门洪华: 《“一带一路”规则制定权的战略思考》，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8 年第 7 期，第 19—
40 页。
各种由跨国公司和非政府组织推动的非正式的机制以及规范正在对许多行业的投资与贸易产生重要的

规制作用。参见苏珊·斯特兰奇著，肖宏宇、耿协峰译: 《权力流散: 世界经济中的国家与非国家》，北京: 北京大
学出版社 2005年版; Ｒodney Bruce Hall and Thomas J． Biersteker，The Emergence of Private Authority in Global
Governance，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 Klaus Dingwerth，“Private Transnational Governance
and the Developing World: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52，No．3，2008，pp．
607－634; Philipp Pattberg，“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Private Governance: How Business and Nonprofit Organiza-
tions Agree on Transnational Ｒules，”Governance，Vol．18，No．4，2010，pp．589－610; Graeme Auld，Constructing
Private Governance: The Ｒise and Evolution of Forest，Coffee，and Fisheries Certification，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2014。



引起足够的重视。比如采掘业透明度倡议( EITI ) 就对全球范围内特别是第三世

界的矿产采掘业制定了重要的反腐败治理规范，对于中国海外投资企业有重大

影响。①

最后，中国的现有文献尽管揭示了“一带一路”对全球治理的贡献和积极意义，②

但是并未充分讨论“一带一路”与现有全球治理之间潜在冲突的可能性。

相比之下，国外学术界和媒体则有观点认为，“一带一路”及其建立的相关机制会

对现有的治理体系构成挑战，相应的投资和贸易模式会削弱金融、反腐败、环保以及劳

工等方面的现有治理标准。此类认识大致有三种。

第一，“另起炉灶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后，一度被西方媒体解读为“中国

的马歇尔计划”，是中国试图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随后，与之相关的丝路基金以及

亚投行先后成立，更是引发了西方国家的强烈反响。③ 因为亚投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 IMF) 和世界银行的功能相似，而且亚投行并不附加任何政治前提。因此，“一带一

路”及其相关机构被不少西方学者和媒体视为中国挑战甚至取代现有国际组织的举

措，是要建立一个平行的制度体系( parallel institutions) 。④

当然，针对这种声音，中国政府已经及时做出了回应。⑤ 而且，不少西方学者都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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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⑤

国际金融投资家乔治·索罗斯甚至宣称: 不参加“采掘业透明度倡议”就是中国不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
证据。事实上，EITI以及类似的欧美倡议都只不过是“打着全球旗号的单边主义实践”，相关领域的国际协议仍
然是一个空白。参见乔治·索罗斯:《未来的路: 金融危机重塑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乔治·索罗斯在匈牙利布
达佩斯中欧大学的演讲》，载《经济管理文摘》，2009 年第 23 期，第 50—53 页; Gonzalo Escribano，“Pathways To-
ward a Global Standard for Transparency in the Governance of Energy Ｒesources，”Global Governance，Vol．23，No．
2，2017，pp．265－283。

其中代表性的作品如张幼文:《“一带一路”建设: 国际发展协同与全球治理创新》，载《毛泽东邓小平理
论研究》，2017年第 5期，第 88—94页; 欧阳康:《全球治理变局中的“一带一路”》，载《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
8期，第 5—16页; 吴志成、迟永:《“一带一路”倡议与全球治理变革》，载《天津社会科学》，2017年第 6期，第 80—
85页; 王芊霖、程大为:《一带一路倡议对全球贸易治理的贡献》，载《政治经济学评论》，2017 年第 3 期，第 219—
224页。
参见 Paola Subacchi，“The AIIB Is a Threat to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Foreign Policy，March

31，2015，http: / /www．foreignpolicy．com /2015 /03 /31 / the－aiib－is－a－threat－ to－global－economic－governance－chi-
na /，访问时间: 2018年 10月 28日。

James F． Paradise，“The Ｒole of‘Parallel Institutions’ in China＇s Growing Participation in Global Eco-
nomic Governance，”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Vol．21，Issue 2，2016，pp．149－175．
习近平在 2016年杭州 G20峰会上明确指出:“中国倡导的新机制新倡议，不是为了另起炉灶，更不是为

了针对谁，而是对现有国际机制的有益补充和完善，目标是实现合作共赢、合作发展……不是要一家唱独角戏，而
是要欢迎各方共同参与; 不是要谋求势力范围，而是要支持各国共同发展; 不是要营造自己的后花园，而是要建设

各国共享的百花园。”参见《出席 G20工商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全文) 》，http: / /politics．people．com．cn /n1 /
2016 /0903 /c1001－28689034．html，访问时间: 2018年 11月 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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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明确指出这种观点的内在矛盾。① 事实上，人们也发现，世界主要多边开发银行并

没有否定“一带一路”。相反，绝大多数多边开发银行和国际机构都支持“一带一

路”。② 尽管如此，类似的怀疑论观点仍然层出不穷。③

第二，“债务陷阱外交论”。“债务陷阱外交”一词缘起于斯里兰卡政府在 2015 年

大选之后发生中国企业投资的科伦坡港口城项目搁浅事件。最终，斯里兰卡政府放行

了该项目，但这被西方评论家与斯里兰卡的债务问题联系起来。美国《外交事务》

( Foreign Affairs) 杂志在 2016年 5月发表题为《中国在斯里兰卡的投资: 为什么与北京

的联系要付出代价》的文章，首次提出“中国债务陷阱”的说法。④ 2017 年 1 月 23 日，

印度学者布拉马·切拉尼( Brahma Chellaney) 在项目辛迪加网站发表文章，进一步将

此称为所谓的“债务陷阱外交”。他认为“一带一路”本身就是一个“包藏祸心的大陷

阱”，而且更为露骨地表示: 中国其实巴不得所投资的项目彻底失败，因为这样会使相

关国家直接陷入“债务陷阱”而增加中国的影响力。⑤ 切拉尼的相关言论迅速在许多

国家流传。2018年 3月 18日，东南亚的两位学者在澳大利亚的《东亚论坛》( East Asi-

an Forum) 响应了这一观点。他们认为，不仅斯里兰卡如此，柬埔寨还有其他东南亚的

小国也很可能陷入这种“陷阱”。在他们看来，因为受中国经济支持的影响，柬埔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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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比如美国伯格鲁恩研究院高级顾问内森·加德尔斯就指出，正当美国抛弃其曾经领导的战后多边体系
之际，中国正在逐步挤进缺口，为后美国时代的世界秩序奠定基础。但是他认为，正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斯大林
及其追随者对“马歇尔计划”的敌对态度，西方国家联合起来敌视中国的倡议是一种错误的做法。加德尔斯认
为，“一带一路”倡议可能与美国历史上修建全国性铁路一样，最终形成一个联通的大陆而成为经济繁荣的基础。
他强调，目前美国和欧盟都自顾不暇，根本就无力提出类似的投资倡议，而且“西方国家也并没有打算过要建设全
世界的基础设施，并为其提供全部资金”。参见内森·加德尔斯:《中国正在为后美国世界秩序奠定基础》，载《华
盛顿邮报》网站，2018年 7月 27日，转引自《参考消息》，2018年 7月 29日。
其中世界银行尤其支持，行长金镛已经明确表示:“世界银行集团非常自豪地支持中国政府雄心勃勃、前

所未有的努力……‘一带一路’将改善贸易、基础设施、投资和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不仅跨越国界，而且跨越大
陆范围。”参见 Daniel Kliman and Abigail Grace，“Power Play: Addressing China＇s Belt and Ｒoad Strategy，” ht-
tps: / /www．cnas．org /publications / reports /power－play，访问时间: 2018年 11月 2日。
新美国安全中心在 2018年 9月发布的报告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其中提到，中国最近提出“意图建立

一个新的‘一带一路’争议解决机制，这表明其战略将对现有国际法律标准造成越来越多的挑战。正如所提出的
那样，相比接受国的当地法庭或者现存的国际仲裁框架而言，这一机制将会置于中国最高人民法院之下，并为中

国提供一个更具延展性的工具来解决‘一带一路’的法律争议”。参见 Daniel Kliman and Abigail Grace，“Power
Play: Addressing China＇s Belt and Ｒoad Strategy，” https: / /www．cnas．org /publications / reports /power－play，访问时
间: 2018年 11月 6日。

Jeff M． Smith，“China＇s Investments in Sri Lanka: Why Beijing＇s Bonds Come at a Price，”Foreign Af-
fairs，https: / /www．foreignaffairs．com /articles /china /2016－05－23 /chinas－investments－sri－lanka，访问时间: 2018 年
11月 2日。

Brahma Chellaney，“China＇s Debt-Trap Diplomacy，”https: / /www．project－syndicate．org /commentary /china－one－
belt－one－road－loans－debt－by－brahma－chellaney－2017－01，访问时间: 2018年 11月 2日。



老挝、缅甸和泰国都而转向中国，支持中国的政策。①

“债务陷阱外交论”蔓延到更有影响力的大国政府层面，包括印度、日本和美国。

2017年 5月 13日，印度外交部发言人发表声明阐述不参加“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

论坛的理由，对“一带一路”提出了若干批评，其中第二点理由就是:“互联互通的项目

应该遵循负责任融资( financial responsibility) 的原则，以防止项目给相关国家带来不

可持续的债务负担。”②2017年 6 月 5 日，正在澳大利亚访问的时任美国国务卿雷克

斯·蒂勒森( Ｒex Tillerson) 表示，尽管中国是经济和贸易强国，美国也渴望与中国建

立富有成效的关系，但“美国不会允许中国使用其经济实力来摆平、摆脱其他问题”。③

同一天，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Shinzo Abe) 在评论“一带一路”时也特别提出其中应该纳

入一些“不可或缺的条件”，包括“让贷款国家有偿还债务的能力，不破坏财政健康”。④

这些言论都与所谓“债务陷阱外交论”的观点相呼应。

此后，“债务陷阱外交论”不断发酵升级，几乎取代“另起炉灶论”成为西方国家批

评“一带一路”的主要理由。2018 年 1 月，澳大利亚国际发展与太平洋事务部部长孔

切塔·菲耶拉万蒂—威尔斯( Concetta Fierravanti-Wells) 公开称，中国对南太平洋岛国

的投资和援助修建的是“不知道通往何方的道路”，将会制造“债务陷阱”。2018 年 10

月 4日，美国副总统迈克·彭斯( Mike Pence) 在哈得逊研究所发表对华政策演说时，

也指责中国贷款不透明，再次抛出“债务陷阱外交论”。⑤

当然，所谓“债务陷阱外交论”的攻击毫无根据。西方国家更多是基于自身在历

史上的做法去煽动沿线各国民众对外资和外债的恐惧心理，以新的形式继续鼓吹“中

国威胁论”。但是，这里也反映出“一带一路”在实践过程中存在的项目透明度、中国

与沿线国家政府在相关投资项目上的权利与义务协调机制、与发达国家已有的债务处

理机制( 比如巴黎俱乐部) 之间的关系等问题。如果不能处理好相关问题，“一带一

路”的声誉就会受到很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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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Veasna Var and Sovinda Po，“Cambodia，Sri Lanka and the China Debt Trap，” East Asian Forum，
March 18，2017．

“Official Spokesperson＇s Ｒesponse to a Query on Participation of India in OBOＲ /BＲI Forum，”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Government of India，May 13，2017，http: / /mea．gov．in /media－briefings．htm? dtl /28463 /Official+
Spokespersons+response+to+a+query+on+participation+of+India+in+OBOＲBＲI+Forum，访问时间: 2018年 11月10日。

《蒂 勒 森: 不 允 许 中 国 用 经 济 实 力 摆 平 一 切》，http: / /www． zaobao． com /realtime /china /sto-
ry20170606768910，访问时间: 2018年 6月 6日。

《安倍转变态度称赞“一带一路”》，载《参考消息》，2017年 6月 7日。
“Ｒemarks by Vice President Pence on the Administration＇s Policy Toward China，”October 4，2018，ht-

tps: / /www．whitehouse．gov /briefings－statements / remarks－vice－president－pence－administrations－policy－toward－china /，
访问时间: 2018年 12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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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上海效应”。中国企业海外投资以及贸易活动的环境和社会影响及责任

一直是西方媒体关注的话题。① 在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有西方学者进一步担

忧由于环境和社会治理标准相对较低，中国替代西方发达国家成为主要进口市场后，

会导致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环境和劳工问题恶化。比如，有研究认为，由于中国和印度

等大型新兴经济体的生产能力迅速提升，特别是在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制

成品和中间品的终端需求发生从北向南的深刻转移，这种市场转向对于其他发展中的

出口国的环境和社会治理可能会产生负面影响。②

在“一带一路”倡议正式提出之后，许多学者认为这将会加速形成以中国为中心

的区域经济新格局，进而会突出上述问题。新成立的亚投行如何遵守环境与社会责任

标准也是西方国家经常提起的话题。另外，还有一些国外学者认为，中国国内目前正

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大幅提高环境治理标准，同时通过“一带一路”对外转移产能，

这也可能会使原来标准较低的沿线国家加重生态环境危机。③

在贸易与环境的研究文献中，一直存在所谓的“竞次( race to the bottom) ”假设，

即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为了吸引投资和获得出口机会，各国竞相降低环境与社会标准

以提高竞争力。尽管相关的实证证据一直不足，但是这一假设一直流传甚广。与之相

反，另外有学者认为非但“竞次”假设不会成立，反而出口国为了挤进发达国家的市场

会积极提高环境和社会标准以提升出口竞争力，并将此称为“加利福尼亚效应( Cali-

fornia Effect) ”。④ 2017年，两位学者基于中国与非洲国家之间贸易的社会影响而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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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美国右翼学者斯蒂芬·哈珀在 2010年出版的书中大肆批评中国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与贸易会损
害西方的民主和人权等价值规范，并称之为“中国效应( China Effect) ”。参见 Stefan Halper，The Beijing Consen-
sus: How China＇s Authoritarian Model Will Dominance the Twenty-First Century，New York: Basic Books，2010。
参见 Ｒaphael Kaplinsky and Masuma Farooki，“Global Value Chains，the Crisis，and the Shift of Markets

from North to South，”in Olivier Cattaneo，Gary Gereffi and Cornelia Staritz，eds．，Global Value Chains in a Post-
crisis World: A Development Perspective，Washington，D．C．: The World Bank，2010，pp．125－153; Ｒaphael Kaplin-
sky，Anne Terheggen and Julia Tijaja，“China as a Final Market: The Gabon Timber and Thai Cassava Value
Chains，”World Development，Vol．39，No．7，2011，pp．1177－1190。此外，中国等新兴经济体作为棕榈油消费市
场的地位迅速提升，同时又不参加欧洲企业和社会组织主导的可持续棕榈油圆桌认证( ＲSPO) ，给该组织带来很
大的压力。参见 Philip Schleifer and Yixia Sun，“Emerging Markets and Private Governance: The Political Econo-
my of Sustainable Palm Oil in China and India，”Ｒ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Vol．25，No．2，2018，
pp．190－214。

Dokku Nagamalleswara Ｒao and Atmaja Gohain Baruah，“Is China Going Green by Dumping Brown on Its
BＲI Partners?”http: / /www．eastasiaforum．org /2018 /09 /25 / is－china－going－green－by－dumping－brown－on－its－bri－
partners，访问时间: 2018年 9月 28日。

Davd Vogel，Trading Up: Consumer and Environmental Ｒegulation in a Global Economy，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7，p．5，pp．248－260; David Vogel，“Trading Up and Governing Across: Transnation-
al Governance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Vol． 4， No． 4， 1997， pp．
556－571．



出了所谓的“上海效应”，将其与“加利福尼亚效应”相对应。① 相关的研究本来只是对

“竞次”假设的翻版，但是这一新提法进一步把中国作为典型进行批评，对“一带一路”

倡议构成不利影响。

“一带一路”提出了“政策沟通”和“绿色丝绸之路”的倡议，致力于解决投资与贸

易自由化和便利化带来的环境与社会问题，这正是要努力避免“竞次”情况的发生。

但是在现实中，由于西方国家支持的非政府组织主导了环境与人权领域的标准和话语

权，“一带一路”要建立自身的机制、标准和话语权就面临着挑战。

三 思考“一带一路”与全球治理关系的分析框架

为了更加全面和系统地分析这种关系，我们有必要回顾和总结全球治理体系的发

展演变过程以及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的特征，进而在理论上提出一个类型学的分析

框架。

(一)全球治理体系的发展与“一带一路”的关系

全球治理最初源于冷战结束之初出现的一种关于重建世界政治的规范性主张。

以 1995年的《天涯成比邻: 全球治理委员会报告》中的观点为标志，其主张世界政治

从大国政治重新回到以联合国为中心，形成新兴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权和决策权得到扩

大的权力结构，并且增强了法治和公平原则的地位，更好地反映了时代发展并且积极

应对各种全球性问题。② 这种主张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 70 年代发展中国家提出的建

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运动。

全球治理的概念本来具有明显的改革色彩，较多反映了发展中国家的权利主张和

公正诉求，一度得到了较广泛的关注。这与 20世纪 90年代初冷战结束的乐观氛围密

切相关，各国普遍希望重新关注全球发展问题，通过国际合作解决共同面对的全球性

问题。全球治理委员会的报告很大程度上是这种乐观情绪的表达，但其中的理想主义

色彩较为强烈，没有考虑实现目标的具体手段，寄希望于权力转移顺利发生。当时的

一些多边进程体现了这种乐观的期盼，比如在里约热内卢通过了《21世纪议程》《联合

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及《生物多样性公约》等。

但是发达国家对于这一议程的兴趣很快冷淡下来，并且利用自身权力对全球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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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Christopher Adolph，Vanessa Quince and Aseem Prakash，“The Shanghai Effect: Do Exports to China
Affect Labor Practices in Africa?”World Development，Vol．89，2017，pp．1－18．
英瓦尔·卡尔松等:《天涯成比邻: 全球治理委员会的报告》，199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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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新自由主义的改造。美国最初对“单极时刻”的承诺变成了维持“单极时代”的野

心，并且通过新自由主义话语逐渐消解了全球治理最初推动国际政治改革的雄心。霸

权国的主导性话语，包括新自由制度主义、自由国际主义和霸权稳定论等，掩盖了大国

权力的作用，为美国和西方霸权继续提供合法性来源。① 自 20世纪 80年代和 90年代

以来，西方国家通过世界银行和 IMF 把“善治( good governance) ”作为提供贷款支持

的前提条件，并且以提高效率和增加合法性的名义大量通过跨境非政府组织的途径提

供援助以影响受援国的国内政治。② 与此同时，西方跨国企业和非政府组织也积极参

与联合国等多边组织的活动，被认为是全球治理的主要载体。2000 年，时任联合国秘

书长科菲·安南( Kofi Atta Annan) 倡导了“全球契约( Global Compact) ”运动，鼓励跨

国公司和非政府组织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和参与全球治理。当时在该运动中担任安南

顾问的是美国学者约翰·鲁杰( John Ｒuggie) ，他明确提出要把自由主义理念嵌入其

中并带往全球。③

正是在这种政治背景下，西方国家、跨国公司和非政府组织共同在各个领域建立

机制和倡议，形成了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复杂的全球治理网络。④ 自

冷战结束以来，全球治理的领域也迅速扩展，涉及的内容日益增多。以联合国《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为例，其中共设有 17 项基本目标，涵盖减少贫困、能源、卫生、环

境保护、资源开发和人类安全等各个方面。事实上，在其中的绝大部分领域，都已经有

一定的跨境治理安排( 见表 1) 。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以 2009年召开的二十国集团( G20) 峰会为标志，

全球治理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联合国在后千年发展议程中重新获得主导地位，发

展中国家在 IMF等国际机构的代表性与投票权得到提高，特别是新兴大国成立了金

砖国家合作机制等重要的新机构。其中，“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以及亚投行等机构

的成立代表着中国参与全球治理达到了新的高度。

“一带一路”倡议承载了新的政治哲学和经济哲学理念，与之前的新自由主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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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参见安德鲁·赫里尔著，林曦译:《全球秩序的崩塌与重建》，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7年版。
海基·帕托马基:《世界经济的善治》，载俞可平主编:《全球化: 全球治理》，第 237—267页。
约翰·鲁杰:《把镶嵌性自由主义带向全球: 公司联结》，载戴维·赫尔德主编，童新耕译: 《驯服全球

化》，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5 年版; John G． Ｒuggie，“Taking Embedded Liberalism Global: The Corporate
Connection，” in David Held and M． Koenig-Archibugi，eds．，Taming Globalization: Frontiers of Governance，Lon-
don: Polity Press，2003; Jean-Philippe Thérien and Vincent Pouliot，“The Global Compact: Shifting the Politics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Global Governance，Vol．12，No．1，2006，pp．55－75。
当然，除了价值观因素以外，还涉及掌控全球价值链的重大利益问题。参见谢来辉:《全球价值链视角下

的市场转向与新兴经济体的环境升级》，载《国外理论动态》，2014年第 12期，第 22—33页。



表 1 “一带一路”倡议涉及的部分主要全球治理机制

领域 机制名称 制度形态 权力结构
中国的
参与地位

金融
IMF、世界银行 正式制度 相对集中 正式成员

亚洲开发银行 正式制度 相对分散 正式成员

贸易

世界贸易组织( WTO) 正式制度 分散 正式成员

全面和进步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
( CPTPP) 正式制度 相对集中 未加入

南亚区域合作联盟( SAAＲC) 正式制度 相对集中 未加入

投资

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 ICSID) 、
《解决国家与他国国民间投资争
端公约》( 俗称“华盛顿公约”)

正式制度 权力分散 正式成员

巴黎俱乐部、国际会计标准委员
会( IASB)

非正式制度 权力集中 观察员

国际信贷评级机构( 标准普尔、
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惠誉国际
信用评级公司等)

非正式制度 权力集中 非成员

发展援助 发展援助委员会( DAC) 非正式制度 权力集中 非成员

生态环境保护

《生物多样性公约》《联合国气候
变化框架公约》

正式制度 分散 成员

森林认证( FSC) 、可持续棕榈油
圆桌会议认证( ＲSPO) 、赤道原
则

非正式制度 权力集中
非成员
( 部分
企业加入)

非传统
安全治理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正式制度 分散 正式成员

《联合国全面反恐公约》 正式制度 分散 正式成员

社会责任
国际劳工组织( ILO) 正式制度 分散 正式成员

SA8000认证 非正式制度 相对集中 非成员

反腐败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 正式制度 分散 正式成员

采掘业透明度协议( EITI) 非正式制度 权力集中 非成员

资料来源: 笔者自制。

球化及其发展观存在根本区别。中国提出的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

代表着中国参与全球治理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首次提出了一个全面的世界秩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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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回答了“建设一个怎样的世界和怎样建设这个世界”的问题。它把全人类的利益、

责任以及命运作为价值依归对象，因此，作为一个真正契合全球治理价值观的理念，它

更加强调秩序和改革，把支持、利用和维护现有体系作为基础，进一步推动全球性问题

的解决和弥补全球治理赤字。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在全球化和全球治理动力明显不足

的背景下，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意义更加得以凸显，更应该在全球治

理而非地缘政治的角度下得到理解。

(二)“一带一路”与全球治理关系的类型学分析

“一带一路”与全球治理之间存在着直接的逻辑关系。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

方面。首先，“一带一路”致力于通过共同发展解决贫困等全球性问题，承担着探索

全球治理新模式的使命，承载了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这与全球治理的

理念存在相互契合、相互补充的关系。特别是其“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与以《联

合国宪章》为核心的国际法基本原则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一脉相承，符合国际法的

精神和要求。其次，与“一带一路”倡议相关的新制度、新机制同全球治理现有规则

规范之间的关系密切。“一带一路”本身既包括各种硬件基础设施，也包括原则、规

范、国际机制等各种软件基础设施，它与现有的全球治理形成互动。“一带一路”各

方强调要“遵守和完善有关国际规则体系”，特别是“遵守有关国际公约、双边条约及

其他相关国际规则”。① 但是在实践中这种互动关系可能比较复杂，既有协调又有潜

在冲突的可能性。最后，“一带一路”倡议所推动的在中国与沿线国家之间的贸易与

投资流动可能塑造出有别于之前经济全球化的模式，可能会对现有治理体系构成压

力。其结果最终取决于中国对贸易和投资的相关规则和治理模式与现有全球治理

体系之间的关系。

“一带一路”以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和经贸合作为主要内容，以实现“五通”作为

目标，国际合作的内容非常广泛。正如西班牙中国问题专家胡利奥·里奥斯( Julio

Ｒios) 所说，“其影响力已大大超越了贸易和经济领域，延伸到环境、文化、社会等层面，

从而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综合计划”。② 正是因为如此，“一带一路”也将不断涉及全球

治理各个领域的正式制度和非正式的规范与机制，二者的互动情况错综复杂。正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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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一带一路”法治合作国际论坛共同主席声明》，http: / /www． xinhuanet． com /politics /2018 － 07 /03 /c _
1123073746．htm，访问时间: 2018年 11月 3日。

胡利奥·里奥斯:《“一带一路”成全球议程一部分》，载《参考消息》，2018年 7月 28日。相关观点也可
参见胡利奥·里奥斯:《中国推动全球治理实质性变革》，载《参考消息》，2018年 7月 23日;《综合消息:“一带一
路”倡议是探索全球治理模式的新平台———海外人士谈“一带一路”倡议提出 5 周年》，http: / /www． xinhuanet．
com /world /2018－10 /03 /c_1123517242．htm，访问时间: 2018年 10月 28日。



国参与全球治理存在不同的路径，①“一带一路”与全球治理的关系也必然因议题而

异，不可一概而论。

在理论上，我们可以使用权力结构和制度形态两个变量来建立一个二维分析框

架，以更好地分析其中的复杂关系( 见表 2) 。其中，权力结构是指现有治理体系中的

权力分配情况，权力较为集中的治理机制的等级性更强，往往是排他性的，基本是西方

发达工业化国家所控制的机构或制度。比如，IMF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存

在决策权力等级制和俱乐部式成员身份。相比之下，权力较为分散的组织则包容性较

强，贯彻多边主义原则较为彻底，比如世界贸易组织( WTO) ，除了联合国安理会这类

特别的机构以外，各个成员的决策影响力基本相同。

从中国等新兴国家与国际组织的互动实践来看，权力结构的等级性和包容性的作

用非常突出。孙仁柱( Injoo Sohn) 发现，中国在参与国际金融治理时对不同规则的吸

纳和遵守情况不同，部分原因是源于其中治理结构的松散以及不同规则的监管程度的

差异。② 国外一项对 13个国际组织容纳新兴国家参与情况的比较研究发现，决定参

与效果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在于现有国际组织本身对新兴发展中大国的包容性。③

此外，制度形态是指现有治理体系的发展阶段，涉及涵盖范围、规则形式、合法性

等方面。一般认为其中约束性的正式制度更为重要，因为它对于成员进行成本收益分

析更为关键，但是其中的非正式性( informality) 往往被忽视。非正式制度的规则更为

含糊，其中的权力因素更加隐蔽，主导性大国发挥作用的空间反而更大。④ 包括对成

员的排斥以及基于惯例的决策程序，都会对新成员或非成员方产生不利后果。即使在

IMF这种正式制度框架内，霸权国家也明显利用了其中的非正式安排来达到在紧急情

况下控制治理结果的目的。⑤

在不同的情况下，“一带一路”倡议面临的制度环境和权力格局不同，面对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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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对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分类已有几种重要观点，可参见何帆、冯维江、徐进:《全球治理机制面临的挑战
及中国的对策》，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 4期，第 19—39页; 吴逢时:《中国与全球治理: 跨越门槛的四种
路径》，载《战略与管理》，2016年第 2期，第 193页; 张幼文:《“一带一路”建设: 国际发展协同与全球治理创新》，
载《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7年第 5期，第 94页。

Injoo Sohn，“Between Confrontation and Assimilation: China and the Fragmentation of Global Financial
Governance，”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Vol．22，No．82，2013，pp．630－648．

Dries Lesage and Thijs Van de Graaf，Ｒising Powers and Multilateral Institutions，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2015．

Caroline Fehl，“Unequal Power and the Institutional Design of Global Governance: The Case of Arms
Control，”Ｒ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Vol．40，No．3，2014，pp．505－531．

Ｒandall W． Stone， Controlling Institution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the Global Econom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1．



2019年第 1期

也会不同( 表 2) 。在权力更为集中、现有规则和机制更加完善的领域，“一带一路”面

临的反弹会更大。比如，IMF 和 OECD 往往会认为“一带一路”对其规则规范构成一

定的挑战，相关的合作也比较有限。相反，在权力更为分散和更加支持多边主义的领

域，“一带一路”所体现出来的良性竞争就更被宽容。比如，联合国相关机构以及 WTO

总体上都支持和肯定“一带一路”倡议。而在西方主导的非约束性的机制中，“一带一

路”的许多实践会影响其规范和机制的运作效果，因此容易遇到较大反弹。在投资和

发展援助方面，目前只有一些非正式的规则或者是 OECD 的 DAC 这种少数国家适用

的规则，中国作为新的信贷提供者进入世界市场，会被认为削弱了这些机制中原有规

则和规范的效果，自然会引起较大的反应。尽管中国因为没有加入相关机制而不受其

约束，但是其间的张力也会保持下去。

表 2 “一带一路”与全球治理的关系类型

权力结构
制度形态

权力集中 权力分散

约束性的正式制度
潜在的竞争，有限合作，提供补充( 比
如金融、发展援助)

合作( 比如联合国和世界贸易组
织)

非约束性的非正式制度
竞争为主，或创新标准( 比如投资、反
腐败、环境和劳工标准问题)

创新、领导( 比如防灾减灾、低碳
经济、可再生能源和绿色金融)

资料来源: 笔者自制。

随着“一带一路”实践的不断推进，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深度会大大加强，互动的

问题会更加凸显。比如，国外学者通过对中国在多个治理领域的参与案例进行比较研

究发现，中国游离于治理进程之外的成本以及中国的不可或缺性这两个因素可以较好

地解释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程度。① 根据这一逻辑，“一带一路”的建设将会使得中国

更多地参与诸多领域的全球治理。因为这会使得中国融入世界经济的程度更深，届时

游离其外的选择空间会更少，中国的不可或缺性将会加强，因此更有意愿去投资和影

响全球治理进程。

这个分析框架可以从多个维度全面了解互动关系的全面性和复杂性，揭示客观存

在的问题和障碍，更好地总结潜在的贡献或冲突，有利于深入分析和解决问题。它有

利于真正回答全球治理研究的基本问题: 谁在治理、如何治理、为了谁而治理? 通过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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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Scott L． Kastner，Margaret M． Pearson and Chad Ｒector，“Invest，Hold Up，or Accept? China in Multi-
lateral Governance，”Security Studies，Vol．25，No．1，2016，pp．142－179．



一类型学分析，我们也许可以更好地理解“一带一路”何以在不同的治理领域会遇到

不同的反应，在何种层面上可能做出贡献以完善全球治理体系以及可以在哪些方面避

免冲突和更好地发挥补充作用。

四 “一带一路”对全球治理的贡献

全球治理并不应该只是西方对世界的治理，其目标是为了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

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应该通过“共商、共建、共享”的方式来实现。20 世纪 90 年代

初，全球治理委员会在发表的报告中正是基于这种思想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和政策

建议，不过可惜几乎都没有被采纳。“一带一路”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指导理念，

把推动更多国家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作为目标，对现有的全球治理将形成重要的完善

和补充。

(一)中国和沿线国家成为全球治理的积极主体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发达工业化国家一直主导着重要的国际组织，并对世

界经济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在这种背景下，发展中国家倡导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

序的呼声不可能得到积极回应，全球治理的资源和话语权始终被西方国家所掌控。特别

是 20世纪 8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一直在积极推动以“华盛顿共识”为代表的发展模式。

西方发达国家推动世界银行、IMF以及OECD等国际组织以所谓“善治”作为提供援助的

前提，导致许多发展中国家被迫陷入了新自由主义改革，经济发展没有取得预期的结果，

反而发生危机而陷入混乱和停滞。① 全球治理委员会发表的报告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高度

重视新兴工业化国家崛起的意义以及国际机构改革的必要性，但是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核

心议程长期没有得到西方发达国家的重视。直到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新自由主义

发展模式走到尽头，世界经济进入重要的转型阶段，全球治理成为国际社会的重要议题。

在这种背景下，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贸易国，中国在 2013年正式提出

“一带一路”倡议，这对于推动全球治理的转型具有重要意义。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

经济学奖获得者迈克尔·斯彭斯( Michael Spence) 认为，亚投行和“一带一路”倡议代

表着中国提出了自己的国际发展战略。他认为，中国在过去 35 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都

专注于国内经济，可是现在中国形成了“增长和发展战略的外部新定位”，出台了“让

·84·

“一带一路”与全球治理的关系


① Walden Bello，Dark Victory: The United States and Global Poverty，London: Pluto Press，1999; Alice H．
Amsden，Escape from Empire: The Developing World ＇s Journey Through Heaven and Hell，Cambridge: The MIT
Press，2007．



2019年第 1期

邻国确信自己可以从中国的经济转型中获利的战略”。① 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开始有

能力和意愿成为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对于纠正原有全球治理体系的扭曲将发挥积

极作用。

中国已经明确定位自身要作为全球发展的贡献者，“一带一路”是中国体现大国

责任担当和推动解决全球发展问题的重要载体。中国承诺作为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可

以在相当程度上提供出口市场和弥补资金缺口，为全球发展注入新动力。长期以来，

西方发达国家都是国际资本和发展援助的主要来源，在很大程度上主导了第三世界国

家的外部发展环境。中国在 2001年加入 WTO 之后，进出口规模迅速攀升，成为全球
180多个国家的重要贸易伙伴。2010年以后，中国的发展援助贷款超过了世界银行的

贷款总额。2017年 6 月，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发布的《2017 年世界投资报告》显

示，2016年，中国对外投资飙升 44%，达到 1830 亿美元，首次成为全球第二大对外投

资国。② 中国经济的崛起有利于世界经济和全球治理摆脱过分依赖少数西方发达国

家的局面。

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于发达工业化国家的背景下，“一带一路”对于纠正全球发

展失衡和改善全球经济治理具有重要意义。希腊前总理乔治·帕潘德里欧( George

Papandreou) 曾在接受采访时公开表达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感激之情。他回忆说:“在

我们面临金融危机的情况下，在欧盟面临更广泛的挑战之时，中国帮助了我们……中

国是少数几个购买我们国债的国家之一。这是一种重要的信任投票。接着，中国开始

投资比雷埃夫斯港，现在该港已经成为新的‘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组成部分。这些

投资显示出了对我国能够克服危机的极大信任，很少有国家会这么做。”③在非洲，据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国非洲研究计划负责人黛博拉·布罗蒂加姆( Deborah

Brautigam) 的研究，自 2000年以来，中国已经通过国有银行向非洲发放了约合 1000亿

美元的贷款，“这几乎赶上了世界银行的贷款量”。④ 吉布提总统顾问亚丁·艾哈迈

德·杜阿勒( Aden Ahmed Doualeh) 说:“没有基础设施，就不可能有贸易往来……欧

洲国家不愿帮助非洲国家发展基础设施和经济，只有中国人愿意。现在，这对欧洲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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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hael Spence，“China ＇s International Growth Agenda，” Project Syndicate， June 17，2015，https: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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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非洲的建筑热》，载《法兰克福汇报》，2018年 1月 31日，转引自《参考消息》，2018年 2月 2日。



不妙，但对中国有利，对非洲有利。”①

(二)发展议题成为国际合作的主要内容，纠正新自由主义全球治理的扭曲

在冷战期间，受制于美苏争霸的危险局面，第三世界的发展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足

够重视。冷战结束以后，广大发展中国家迫切希望重新把发展问题作为全球议程的核

心议题。全球治理委员会也在报告中专门建议联合国成立更加权威的经济安全理事

会，以统筹推进全球发展议程。

但是，现有的全球治理体系受到西方国家价值偏好的影响，许多机制和倡议往

往都把人权、环境和气候变化等议题或者规范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试图通过大量

输出西方的治理模式来解决当地问题。它们没有切实根据第三世界国家的现实需

要来制定治理议程，而是根据主导国家自身的战略偏好和利益来推广价值观和拓

展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例如，美国对于全球治理的概念一直持抵制态度，历任美国

总统都极少使用这个概念。另外，由于缺乏足够的支持，联合国的千年发展目标的

实现程度严重低于计划目标。因此，英国学者安东尼·麦克格鲁 ( Anthony

McGrew) 批评称当前存在的全球治理只是一种“被扭曲的治理”而不是“真正的治

理”。② 荷兰学者亨克·奥弗比克( Henk Overbeek) 更是直言不讳:“在过去的二十多

年里，所谓的全球治理实际上是新自由主义的全球治理，服务于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积

累的自由。”③

正是因为原有的全球治理体系一直没有把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置于全球治理的

核心议程，亚欧非广大地区基础设施严重不足的问题长期没有得到关注，尽管它已经

成为严重制约区域经济一体化和社会发展的瓶颈。相比之下，“一带一路”基于中国

自身的经验，把基础设施建设和互联互通放在突出位置，与沿线国家平等对话，以发展

战略对接的方式共同推动经济一体化合作，可以更好地解决发展中面临的问题。正是

因为如此，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指出，“一带一路”倡议和联合国《2030 年可持续发

展议程》方向一致，有助于推动经济全球化更加平衡、包容、和谐地发展，对于通过国

际合作解决当今世界面临的诸多挑战具有重大意义。④

(三)尊重各国主权平等的合作新模式，弥补全球治理体系的缺陷

“一带一路”基于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奉行“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合作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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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型国际关系理念，遵循“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新理念。中国倡导的这些

基本规范有利于捍卫主权原则和形成更加稳定和平的国际关系，得到了联合国和大多

数沿线国家的支持和欢迎。人们注意到，国家要求维持领土完整的权利与一些少数族

裔要求民族自决的权利之间存在明显的冲突。像美国等现有西方大国经常随心所欲

地推动一些价值规范( 比如“人权高于主权”) ，使其超越其他规范，但是往往又不能获

得国际层面的共识，从而导致一种含混不清的国际秩序，冲突频繁发生。因此，有国外

学者认为，中国倡导的国际秩序将会更加积极地捍卫领土完整和主权，从而形成更好

的国际秩序。①

“一带一路”通过推动共同发展，能够消除恐怖主义的土壤，弥补全球治理体系的

不足。“一带一路”不少沿线国家特别是亚洲许多内陆国家参与全球化程度较低、基

础设施较差，长期以来因为不能从全球化中受益，发展水平较低。全球化导致的发展

不均衡产生的薄弱环节也成为全球治理的脆弱环节，不少国家反复陷入内部冲突，被

称为“失败国家”或“危险国家”。美国学者托马斯·巴尼特( Thomas Barnett) 指出，美

国军方参与反恐战争的人士越来越认识到，与全球化脱节的国家是最脆弱、最容易爆

发冲突的国家，而这类国家很多都集中在亚洲地区。相比于西方发动战争推动政权更

替或者推广民主的方式，巴尼特认为，将这些国家纳入全球化进程是解决全球安全问

题的治本之策。② 如果获得区域一体化力量的支持，较落后的国家特别是所谓的“失

败国家”可以有机会参与全球分工，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增长潜力，分享全球化的成果。

在这个意义上说，“一带一路”推动共同繁荣发展对于应对恐怖主义等各种全球性问

题也许是更为根本性的解决方案。③

中国明确提出要把“一带一路”建设成为“和平之路”“文明之路”，有助于从根本

上解决全球面临的诸多现实挑战。中国可能会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创新机制，比如

在一些地区建立“区域外大国协调下的海上志愿合作安全机制”，通过非正式的志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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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安排保证海上丝绸之路的畅通与安全。①

(四)“一带一路”探索全球环境治理的新模式

环境保护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议题。相关的挑战更多源于沿线国家和地区

经济发展任务繁重与生态环境先天脆弱之间的矛盾。仅依靠单个国家或地区的某一

倡议与行动，均不足以应对“一带一路”建设所面临的跨国环境风险。② 这需要中国与

沿线国家共同提升环境治理议题的沟通，特别是大力帮助东道国提高治理能力，合作

构建新型的环境治理体系。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绿色“一带一路”的建设，提出要将其建设为“绿色之路”。在

2015年 3 月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

动》文件中，中国政府提出要建设绿色“一带一路”，并且专门发布了《关于推进绿色

“一带一路”建设的指导意见》。2017年 5月，环境保护部发布《“一带一路”生态环保

合作规划》，为中国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推进“一带一路”生态环保合作工作明确了行

动方案。③ 在 2017年 5月召开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习近平又提出“设立

生态环保大数据服务平台，倡议建立‘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因此，“一带一

路”试图纠正像贸易自由化加剧环境污染等新自由主义经济全球化所导致的问题。尽管

“一带一路”强调市场运作的基本原则，但也同时强调市场的作用还要受到许多约束。

这也是政策沟通和民心相通作为“一带一路”重要内容的意义所在。为此，习近平特别

强调:“我国企业走出去既要重视投资利益，更要赢得好名声、好口碑，遵守驻在国法律，

承担更多社会责任。”“要规范企业投资经营行为，合法合规经营，注意保护环境，履行社

会责任，做共建‘一带一路’的形象大使。”④

西方学者和媒体经常批评中国通过“一带一路”框架下的产能合作“对外输出污

染”，⑤这其实根本站不住脚。在实践中，中国企业的投资为沿线发展中国家建设了许

多燃煤电厂，为这些国家摆脱能源短缺危机提供了重要帮助。满足发展中国家的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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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需要也正是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一项重要内容。而且，根据《巴黎

气候协定》，“一带一路”多数沿线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强制约束排放的承诺和责任。但

是，“一带一路”的相关实践经常被批评增加了沿线国家的碳排放，削弱了 OECD 国家

禁止成员国向外输出燃煤电厂的实际效果。OECD 为了应对气候变化促进减排，在

2015年设置了对外援建和运营燃煤电站的能效和排放标准。可是，由于中国不具备

成为 OECD成员的资格，不受相关规定的制约。与一些西方媒体报道所谓中国只把清

洁能源项目留在国内的情况相反，中国并没有仅仅是把高排放的化石能源项目推向海

外。根据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学者的统计，从 2000 年到 2015 年期间，中国在非

洲的投资大部分都是用于可再生能源产业，其中 100亿美元是投资于水电，大约 15 亿

美元投资太阳能、风电和地热能发电，只有 22亿美元投资于煤电，19 亿美元投资于燃

气发电。这意味着在电力产业，中国对非洲各国政府在非化石能源项目上提供的贷款

其实要远远多于化石能源项目。①

当前西方发达国家在处理跨境投资贸易带来的环境问题时主要有四种治理模式，

它们都存在明显的局限性。这四种环境治理模式分别是: ( 1) 按国内标准对进口产品

设置要求，建立关税或者非关税壁垒; ( 2) 通过在双边或者区域贸易协议中设置专门

的环境条款，强制其他成员国接受某种环境标准或者实施环境协定; ( 3) 通过跨国公

司和非政府组织开展“民间治理( private governance) ”，建立行业性的治理体系或者认

证程序( 比如森林认证、可持续棕榈油圆桌会议认证和赤道原则) ; ( 4) 欧盟内部成立

专门委员会，在成员国中统一进行环境政策和标准的协调。这四种模式都体现了发达

国家的治理理念，没有考虑东道国政府本身的政策，而且往往滥用强权，在实践中也大

多效果不佳，总体上并不适用于“一带一路”的实践。

“一带一路”更为推崇“政策沟通”的方式，通过政府间政策对话交流和能力建设

来处理相应的问题，同时吸纳企业和社会组织的参与。这种模式更加重视东道国政

府的核心作用，尊重其能动性。沿线发展中国家的治理能力对于“一带一路”建设具

有至关重要的作用。② 目前，“一带一路”建设的实践过程中已经涌现出许多环境治

理的最佳实践和创新模式，值得深入总结。比如，在肯尼亚国家铁路项目( SGＲ) 的

实施过程中，肯尼亚政府、中国政府、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路桥集团以及第三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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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africarealstory．com /，访问时间: 2018年 12月 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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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机构就环境与社会影响评价项目( ESIA) 开展了很好的合作，可以作为模式进行

推广。①

此外，西方发达国家在环境管理和技术方面具有优势，如果能够放弃战略竞争加

入“一带一路”建设，将有利于形成全新的环境治理模式，对于全球环境转型具有重要

意义。美国学者内森·加德尔斯( Nathan Gardels) 提出，对于“一带一路”倡议，“西方

采取的正确立场应该是加入中国的全球发展努力……有许多西方国家加入‘机构精

简、廉洁和绿色’的亚投行的经验表明，如果西方是正在形成的新秩序的参与者而不

是旁观者，就可以实施高标准”。② 2017 年 2 月，美国《福布斯》双周刊网站的文章认

为，“一带一路”能从多个方面给西方企业带来好处，其中一个方面就是西方专业服务

公司包括会计、咨询、银行、保险等领域的专业公司，可以发挥自身优势，解决良好管理

和透明度的问题。另外，西方非政府组织也可以在“一带一路”的清洁能源与可持续

发展项目中获益。③

(五)以非西方的新理念、新规范推进全球反腐败治理

目前，中国和西方国家对于全球治理的内涵和定义仍然存在差异。中国有自己的

发展和治理模式，对于全球治理、法治等概念有自己的理解。这种差距可能会体现为

话语权之争的不断扩大。④ 美国中国问题专家柯庆生( Thomas J． Christensen) 就指

出，中国对于国际政治有自己的理解，一直不愿意按照西方的人权标准行事，所以在援

助和投资其他发展中国家时并没有遵照西方的标准，而是根据自己的传统方式

行事。⑤

“一带一路”倡议下的融资计划用于支持沿线国家的具体发展项目，尤其是大型

基础设施开发项目会给沿线国家带来实实在在的包容性经济增长，这与 20 世纪西方

国家的援助资金落入少数精英囊中根本不同。现在，西方国家的学者和媒体宣称，中

国的融资计划也可能导致沿线国家发生历史上出现过的类似情形，这显然是忽视了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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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根本性差异。

在冷战期间，西方国家和国际融资机构大量资助第三世界的专制政权，导致了严重

的债务危机。其中的关键问题在于相关借贷并没有用于东道国的经济发展，而是流入了

少数统治者的私人腰包。美国哲学家诺姆·乔姆斯基( Avram Noam Chomsky) 在 20世

纪 90年代就批评西方国家和国际债权人在制造第三世界的债务危机问题上负有重要责

任。他指出，债务问题的关键在于相关债务并不用于举债国的发展，而是用于少数统治

者的挥霍以及“存入瑞士银行”。他说:“和几乎所有的第三世界一样，巴西的将军、他

们的心腹和超级富豪们大肆举债并存款到国外。清偿债务的需要成了一道绞索，勒在

它的脖子上，使它无力解决自身的问题。清偿债务的需要还限制社会支出、社会公平

和持续性发展……如果我大肆借钱，再把它存入瑞士银行，那我肯定无法偿还债权人。

这是你的问题，还是我的问题? 住在贫民窟里的人没有借钱，失去土地的工人也没有

借钱。依我之见，即使月球上的人负债累累，90%的巴西人也不欠人分文。”①

西方国家在过去数十年的历史经验基础上建立了发展援助委员会以及巴黎俱

乐部等机制，来处理对外援助和投资的信息共享和债务处理的相关问题。中国也

以观察员的身份加强了与巴黎俱乐部的互动，二者的合作有望提高中国对“一带

一路”相关投资和债务管理的技术能力。但是，这不意味着西方国家可以根据自

身的价值观和政策偏好来对“一带一路”的投资和援助妄加指责。西方国家往往

以非黑即白的二元论来看待第三世界国家的政体形式，并且随意大加制裁。在现

实中，西方的霸权主义行径导致了许多发展中国家存在厌恶西方的情绪，但是它

们往往因为对外部经济环境的依赖而不得不忍气吞声。在未来更加完善的全球

治理体系中，西方国家由于优势地位不再，可能不得不越来越多地面对发展中国

家的批评。

中国近年来积极加强反腐败国际合作的重要议程，提出要把“一带一路”打造成

“廉洁之路”。2014年 4月，亚洲太平洋经济合作组织( APEC) 第 26 届部长级会议通

过了《北京反腐败宣言》，成立 APEC反腐执法合作网络。2016年 9月，在 G20杭州峰

会上，中国推动通过了 G20反腐败追逃追赃高级原则。习近平在 2017 年“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层论坛开幕式演讲中首次指出，要加强国际反腐合作，让“一带一路”成为

廉洁之路。2017年 9月，厦门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就加强反腐败合作达成重要共识

并将其写入《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宣言》。同年 11 月 20 日，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

发表《中国—东盟全面加强反腐败有效合作联合声明》。2018 年 7 月 3 日，在北京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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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的“一带一路”法治合作国际论坛发表共同主席声明，将廉洁之路纳入其中。声明

提出:“呼吁‘一带一路’参与方携手加强‘一带一路’廉洁建设，鼓励以《联合国反腐

败公约》等国际公约和相关双边条约为基础开展反腐败合作，将‘一带一路’建成廉洁

之路”;“支持‘一带一路’参与方深化司法执法领域合作”。①

“一带一路”倡导的这种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等国际公约和相关双边条约为基

础的反腐败治理，重视提高中国和沿线各国的治理能力，加强企业自律和腐败风险防

控，将为全球反腐败治理提供重要的新方法、新路径。2017 年 9 月，在世界银行与中

国监察部共同举办的加强国际合作共建廉洁之路研讨会上，世界银行副行长帕斯卡

尔·海伦·杜波伊斯( Pascale Hélène Dubois) 表示，世界银行支持“一带一路”倡议，

将在打击商业欺诈和贿赂、促进企业合规经营和构建廉洁营商环境方面，同中方及其

他参与方分享经验。②

表 3 “一带一路”新设立的部分主要治理机制
领域 名称 设立时间

金融
亚投行( AIIB) 2015年 12月

丝路基金 2014年 12月

贸易

“一带一路”自由贸易网络 2017年 5月

澜沧江—湄公河对话合作机制 2016年 3月

中国进口交易博览会 2018年 11月

投资

“一带一路”投资争端解决机制( “一带
一路”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和机构)

2018年 6月

“一带一路”融资指导原则 2017年 5月

生态环保

“绿色丝绸之路”倡议 2015年 3月

“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 2017年 5月

上合组织成员国环保合作构想 2018年 6月

《“一带一路”生态环保合作规划》 2017年 5月

社会文化

丝绸之路沿线民间组织合作网络 2017年 5月

丝绸之路新闻合作联盟、音乐教育联盟 2017年 5月

丝路国际智库网络 2015年 10月

资料来源: 笔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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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报》，2017年 9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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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13年提出倡议以来，中国与沿线国家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建立了各领域

的诸多合作机制( 见表 3) 。这些机制主要以政府间合作为主，既有正式的多边国际

制度，也有非正式的规范和规则。其中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中国并不在其中寻求主导

权，而是遵循“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循序渐进地推

动这些机制的建设。

五 结论

当前的全球治理体系是由一个复杂的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组成的网络。其中

存在能力与合法性不足的缺陷和扭曲，也存在新兴领域亟待发展的新机制。“一带一

路”倡议着眼于世界发展不平衡的根本问题，致力于通过国际合作解决各种全球性挑

战，将对解决治理赤字发挥重要作用。本文认识到，“一带一路”与全球治理体系之间

的关系存在丰富的多样性，不同的制度形态和权力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这种

关系。

基于上述研究，关于“一带一路”与全球治理的关系问题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一带一路”建设总体上是嵌入现有全球治理体系的正式制度之中，并非形

成“平行制度”，但是与西方权力较为集中的非正式制度之间存在明显紧张的竞争关

系。因此在实践中我们看到，联合国体系对于“一带一路”倡议高度赞赏，布雷顿森林

体系机构的态度并非铁板一块，而西方国家主导的非正式规范和倡议却存在较大的

反弹。

“一带一路”作为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实践，有利于打破历史上少数西

方国家垄断全球治理体系的局面，纠正新自由主义全球治理体系中存在的扭曲，推动

形成更加平衡、更加包容的全球治理体系。只有反对霸权统治，推进共同利益，才能实

现真正的全球治理，但是也要处理不同层面的竞争与合作关系，其中存在较大的创新

空间。

第二，“一带一路”致力于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着眼于突破全球发展的薄弱环

节，把解决全球发展问题作为推动力。这有利于把全球治理的议程重新引导到关注全

球发展问题和实现联合国《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这对于实现国际合作和应对各

种非传统安全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第三，“一带一路”在处理腐败和人权等问题上没有完全遵循西方的标准，这并不

意味着反西方，因此不应该被视为威胁和挑战。相反其自身的标准同样应该得到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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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尊重多样性也是全球治理的价值要素之一。

第四，“一带一路”积极探索全球治理新模式，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需要

中国、沿线国家和域外国家特别是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共同支持。这对于解决各种全球

性问题、实现全球治理的目标非常必要，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真正的全球治理和善治。

在防灾减灾、能源利用、环境和气候变化等问题上，中国未来应该与沿线发展中国家以

及域外西方大国积极探讨三方共同合作治理的可能性。

第五，促进与协调“一带一路”和全球治理的关系，需要妥善应对现在已经存在的

各种批评和质疑。其中，“一带一路”要实现与现有全球治理体系的兼容和缓和潜在

的冲突，关键在于避免西方特别是美国的恶意攻击、抹黑以及恶性竞争，以减少冲突的

风险，进而加强双方的对话。当前，美国对于“一带一路”的政策和态度仍然摇摆不

定，还有待观察。2017年 5月，美国派出正式代表团参加了“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层

论坛。2018年 9月，美国提出要新设立“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 IDFC) ”，以成为“一

带一路”的明确替代方案。日本和欧盟的态度也有可能发生变化，而且已经发出不少

积极信号要加强与中国合作。此外，世界主要多边开发银行包括世界银行、亚洲开发

银行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等，都已经表示支持“一带一路”。但是，它们具体将在多大

程度上与中国合作，仍然值得关注。

( 截稿: 2018年 11月 编辑:王鸣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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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ctions of the parties but has also led to a vicious cycle in which these internal prob-
lems trigger one side to impose a stronger pressure on the other．
【Key Words】Ｒussia＇s foreign policy，Ｒussia-West relationship，conservatism，the new
Cold War
【Author】Jiang Yi，Professor in the Institute of Ｒussia Central Asia and East Europe，
CAS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Belt and Ｒoad Initiative and the Current Global
Governance System: A Typology Analysis
Xie Laihui ( 34)

【Abstract】The Belt and Ｒoad Initiative ( BＲI) has been widely considered as China＇
s great practice of exploring a new model of global governance，and an important plat-
form for China to participate in global governance． But as for the relationship and in-
teraction process，current literature on these issues diverges obviously as lacking con-
sistent analytical framework． Because the Belt and Ｒoad construction consists of com-
plex institutional and conceptual dimensions，the institutional type and power structure
of the governance system will largely determine the interaction． Based on these two
factors，a typological analysis was carried out to analyze different interactions． U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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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ight of this framework，it is found that the BＲI is embedded within the current
glob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tangled with the formal institutions，rather than making
parallel institutions; but there are obvious tensions between the BＲI and the informal
and exclusive institutions that are with more concentrated Western powers． It is sugges-
ted that specific innovative approaches for BＲI to improve global governance system
should be focused more on the informal institutions．
【Key Words】Belt and Ｒoad Initiative，global governance，governance deficit，power
structure，private transnational governance
【Author】Xie Laihui，Associate Ｒesearch Fellow at the National Institute of Interna-
tional Strategy ( NII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Area Studies Ｒeexamined
Ｒen Xiao ( 59)

【Abstract】 In China today，much importance has been attached to area studies，which
are rapidly growing in the country，and in the meantime，a number of related issues
need to be clarified． After the end of the Second World War，area studies gained mo-
mentum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prospered in the following years． This has offered a
valuable case to be looked at and compared with the Chinese case． Two or three dec-
ades later，area studies made an impressive stride and became institutionalized in A-
merican universities ( to some extent at the think tanks too) ． At present，area studies
in China have entered into a new phase of development and，it is safe to say，will
prosper continuously for the rest of the 21st century． However，there exists an impor-
tant question: area studies in China are to a large extent detached from disciplinary
social scientific research． This problem has to be seriously examined． The usefulness of
area studies not only helps us grasp a country or region，but also lies in the possibili-
ty for generalized arguments or theories to be generated from those studies． Such great
examples include Benedict Anderson＇ and Clifford Geertz＇ studies and their respective
theories on nationalism and culture that emerged from their field work and research．
Given the richness of Chinese history and reality，especially its development experi-
ences over the past 40 years，there also exists a possibility for general theories to be
developed from the study of China．
【Key Words】 area studies， international studies，U． S． 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Act，social scientific theory
【Author】Ｒen Xiao，Professor at th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and Director of
the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Chinese Foreign Policy，Fudan University．

On the Ontological Consciousness of“Ｒelational Turn”
Ji Ling ( 78)

【Abstract】“Ｒelational turn” is a remarkable phenomenon recently emerging both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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